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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

國際關係理論的另一次大辯論？∗

莫大華**

摘　　要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正在進行第四次的理論大辯論，建構主義與理性主

義是此次辯論的主角，雙方辯論的焦點在於物質因素與理念因素的爭議、

關於國際制度的爭論、關於認同與國際規範的爭論、後果性邏輯與適當性

邏輯的爭論，以及因果解釋與構成解釋（理解）的爭論。同時，此次大辯

論可能發展趨勢會是重組國際關係研究學科本身，而以經驗研究為主，雙

方理論的相容與折衷混合。

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反思主義、建構主義、理性主義、後現代主義

壹、前　言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在一九八○年代的第三次大辯論中，引進社會科學其他學科

的理論，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知識論與本體論的論述，特別是質疑主流理論（現實主

義）的實證主義哲學基礎（莫大華，2000）。這些新引進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所造
成的後果，不僅產生國際關係學科研究界限的問題，（MacMillan and Linklater, 1995）
也迫使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者除了必須閱讀國際關係學者的著作外，也必須閱讀這些

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著作，尤其是其理論的哲學基礎。然而，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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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滲透到國際關係理論的趨勢已日趨明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者要掌握此趨勢，

終究不能不探索相關的哲學理論。雖說如此，但國際關係理論歷經三次大辯論之

後，仍然未能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有所共識。不僅是學者個人之間的爭論，各理

論之間的爭論也依然層出不窮（莫大華，2000）。大多數學者認為目前是第三次大
辯論的末期，但有些學者則有不同的觀點，例如威佛爾（Ole Waever）認為有四次
大辯論，第三次是一九八○年代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反思主義」
（reflectivism）之辯論，第四次是一九九○年代的「理性抉擇論」（rational choices）
與「解構主義」（deconstructivism）之辯論（Waever, 1996）。霍立代（Fred Halliday）
認為一九八○年代後期，後現代主義的引入國際關係理論，可算是第四次的大辯論

（Halliday, 1994: 37-38）。1 梅瓜西卡（Bice Maiguashca）則認為第四次大辯論是後
實證主義陣營內的批判理論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辯論，並現已陷入停滯，但女性主

義將有助於突破停滯（Maiguashca, 2000）。因此，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是否正進行著
一場第四次的大辯論呢？

無論學者有何不同的主張，但隨著建構主義理論的著作不斷出版，以及出現在

國際關係研究刊物，遂引起學者關注與討論。建構主義雖出現於第三次大辯論中，

但也從其他後實證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中脫穎而出。根據艾達爾（Emanuel Adler,
2000: 98-100）的看法，建構主義的興起是因為，第一，權是社會學在冷戰時期前
輩引進國際關係研究；第二，在一九七○年代末，某些激進的建構主義者運用法國

後結構主義學者觀點，震撼了國際關係研究社群；第三，國際關係理論原有的歷史

淵源，例如杜意奇（Karl Deutsch）、哈斯（Ernst Hass）⋯⋯等人與「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學者的著作。換言之，建構主義並不是憑空產生的新理論，而是源自學者
不滿於既有的主流理論，遂引用其他學科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企圖突破既有的理

論困境而提供另類的理論觀點。有學者就預言，國際關係理論辯論的主軸將會是理

性主義（rationalism）與建構主義的辯論（Katzenstein et al, 1999）。遂不斷有學者
對此議題進行研究，儼然這場大辯論已經到來。

對於此次的大辯論，國內國際關係研究學界自當予以關注與重視其發展趨勢。

國內學界正逐漸關注建構主義理論時，從引介其理論觀點到個案研究運用，已有十

餘篇著作出版，
2 也對於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有了初步的研究。如今面對第四次國

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的到來，作為一位研究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者，不可避免

地也必須要能有嚆矢之效，就此次大辯論提出觀察與初步研究心得。因此，本文區

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確認辯論雙方的組成，包括理性主義的意涵、建構主義是不是

反思主義的議題，以及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關係，提出個人的分析，藉以

鋪陳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對位關係，以避免爭執或混淆國際關係理論研

                                             
1

他並不是明確地主張，因為他以雙逗點（“ ”）標誌第三次與第四次大辯論。
2 袁易（1999、2001、2002）；莫大華（1999）；黃旻華（2000）；莫大華（2000）；袁鶴齡

（2000）；鄭端耀（2001）；石之瑜（2001）；盧業中（2001）；林文斌（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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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的理性主義或建構主義之意涵。第二部分論述雙方的辯論議題，以理解雙方的

立場主張，並提出個人評析。第三部分就此次大辯論的可能發展趨勢，提出個人的

觀察。

貳、辯論雙方的對位關係：建構主義

是不是反思主義的爭論？

必須先行指出，本文所指稱的理性主義是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而非懷

特（Martin Wight, 1991）所稱的理性主義格勞秀斯（Grotian）傳統。3 新自由主義
與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被學者合稱為理性主義，相當程度地是受到基漢（Robert
Keohane, 1988）對國際制度研究途徑－理性與反思研究途徑歸類，以及威佛爾
（1996）有關「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觀點的影響。但必須理解新自由主
義與新現實主義各自仍有其內部的理論差異，例如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或後古典現實主義（postclassical realism）、後現實主義（post-realism）、4

評估的（evaluative）政治現實主義、5 攻擊型（offensive）與防禦型（defensive）的
現實主義。6 自由主義內部也是有著許多不同的差異，例如激進的自由主義、批判
的自由主義。7 同樣地，建構主義亦復如此，學者除了定義建構主義之外，也基於
其各自的研究目的而對建構主義進行分類，並將建構主義學者予以歸類，藉以呈現

建構主義內部的理論差異（莫大華，2002）。然而，這些理論學派的內部差異，並
不影響國際關係理論學者構建一場不同理論之間的對話或辯論，甚至學者以總體論

述理論學派內容也是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常態。

在構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之前，實有必要對於兩者之間的對位作

一區別，也就是說辯論雙方的相對位置。例如有些學者將國際關係理論區分為理性

主義、建構主義與反思主義，主張建構主義能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立溝通

橋樑。因為建構主義注重於理解物質的、客觀的與主觀的世界在實體的社會建構中

的互動過程，以及探索行為主體與結構相互建構的過程（Adler, 1997）。不僅如此，

                                             
3 有關此理性主義傳統的內容，參閱 Linklater (2001)。
4 Rose (1998)；Brooks (1997)；Beer and Hariman (1996).
5 評估的政治現實主義是批判的、相互整合一致、熟知理論傳統，主張國際關係應藉由促進

反思的哲學與準哲學的解答來決定學科內容；強調日常生活的解釋；以歷史作為理解與詮

釋日常生活的方法；準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倫理觀。Spegele (1996)。
6 Jack Snyder是首先使用攻擊型與防禦型現實主義的學者，參閱 Jack Snyder (1991)；Lynn-Jones

and Miller (1995)；Frankel (1996)；Mearsheimer (1990, 1994/1995)。
7 Richards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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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學者之間對於建構主義是不是反思主義產生批評，例如史密斯（Steve Smith），
他曾與溫特（Alexander Wendt）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本體論與知識論孰先（which
matters）有所爭論，8 就建構主義學者而言，本體論是先於知識論。然而，對於溫
特主張將建構主義作為反思主義（後實證主義）與理性主義（實證主義）之間的橋

樑或中道，他批評溫特是無法如其所主張，因為第一，溫特狹隘地界定利益與認同，

也就不那麼是建構主義者，他是色彩淡薄的建構主義者；第二，溫特是以新現實主

義觀點界定世界政治；第三，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對於建構知識有著不同的觀點

是無法混合的；第四，溫特的結構意涵是相當特殊的種類，其理念意涵是高過物質

意涵的；第五，溫特認為互動過程創造認同，但批評者認為是認同先於互動。更重

要的是，溫特是個理性主義的現實主義者，他只是運用許多反思主義者的概念與詞

彙而已（Smith, 2001: 245）。
因而，史密斯認為反思主義的各理論並不像理性主義理論累加成一個理論立

場，也更無法將兩者混合。此外，反思主義的各理論也沒有像理性主義各理論擁有

相同的建構知識觀點。所以，展望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辯論是低的，兩者是

以非常不同的方法觀看世界政治（Smith, 2001: 247）。然而，古日尼（Stefano Guzzini）
認為建構主義的中心構成（central component）是「反思性」（reflexivity），建構
主義正循著基漢、紐菲德（Mark Neufeld）、哈金（Ian Hacking）及布勞岱（Pierre
Bourdieu）的路線呈現此概念。因此，建構主義應以「反思的後設理論」（reflexive
meta-theory）來理解，他遂以「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s）方式，從觀察層
次、行動層次及此兩層次的關係區別出建構主義的理論一致性，在觀察層次上，它

是有關知識的社會建構（知識論上）與社會世界的社會建構（本體論上）；在行動

層次上，它假定了一個相互主體的分析單元（intersubjective unit of analysis）；在兩
者之間上，它是一種相互主體的權力分析（power analysis）（Guzzini, 2000: 155-174）。
從史密斯與古日尼的論述中，即可發現學者對於建構主義是否為反思理論的觀

點仍有不同，其間涉及對建構主義的定義、各類建構主義代表學者的觀點，以及對

於反思性的認定。其實，誠如阿伯特（Mathias Albert）所言，各式各樣建構主義的
區隔在於有關科學觀察的反思程度（Albert, 2001: 106）。換言之，建構主義是具有
反思性的理論，不同類型的建構主義學者所具有的反思性是程度的差異而已。況

且，史密斯只以溫特來論述建構主義，更重要的是，他先認定後現代主義、女性主

義、規範性理論、批判理論與歷史社會學等理論屬於非實證主義或反思主義，而將

建構主義置於兩者之間，因而批評溫特不是反思主義者。事實上，國際關係理論研

                                             
8 這場爭論始於 Wendt 評論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接著連續引發學者對於行為主

體與結構，以及分析層次問題的爭論，其中 Roxanne Lynn Doty 與 Colin Wight 也引發一場

論戰。參閱 Wendt (1991, 1992b)；Hollis and Smith (1991, 1994, 1996)；Hollis (1992: 187-188)；
Patomaki (1996)；Jabri and Chan (1996)；Chan (1998)；Doty (1997, 1999)；Wight (199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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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學者中，對於反思性研究最深入的學者，莫過於紐菲德以反思性評論第三次大辯

論的成就，所謂反思性是指理論化過程中的反思（ reflection on the process of
theorizing），他進一步以「理論反思性或反思的理論化」（theoretical reflexivity or
reflexive theorizing）與孔恩（Thomas Kohn）的典範概念，作為評論第三次大辯論
的基準。就國際關係理論而言，反思性可從三項核心組成來理解：泝對有關前提基

礎的自我注意（self-awareness）；沴對他們所主張的典範所具有的政治—規範面向，
以及規範性科學的傳統，都能認知；沊在缺乏中立的觀察語言中，仍有可能理性地

判斷各種爭論中的典範之優點（Neufeld, 1994: 13-18; 21-28）。就此意涵而言，建構
主義是可以納入反思主義的範疇，或建構主義是反思主義的一種型態。

綜合上述，建構主義是屬於反思主義的範疇而與理性主義處於分立的位置，但

這並不意味著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兩者是處於零合、兩極的位置，而是學者藉以有

助於論述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對於相關議題的不同主張。

參、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的關係

同樣地，對於反思主義中的後現代主義，也必須先行論述其與建構主義之間的

關係，以避免在論述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時，產生歸類的困惱與混淆。後現

代主義可被視為是一種歷史範疇、文化範疇、心態和思維模式、生活方式、表達方

式和論述策略，以及「去正當化」程序（高宣揚，1991: 3-105），它源自於藝術而
擴延到文學、社會思想、經濟學、建築學及宗教等領域，9 在一九八○年代末期也
影響到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然而，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後現代主義則是各有各的觀點

與詮釋。艾偕里（Richard Ashley）、窩克爾（Rob. B. J. Walker）、迪爾迪蘭（James
Der Derian）、坎培爾（David Campbell）、岈皮羅（Michael J. Shapiro）及巴特森（Jens
Bartelson）等人的著作是探索後現代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關鍵，他們自稱是「異議
思想」（dissident thought）、「放逐語言」（language of exile），但對國際關係理
論研究則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這些學者受到其他學科的哲學理論的影響，而逐漸

運用於國際關係的研究，例如艾偕里受到法蘭克福學派與法國思想家的影響，他的

著作先是受到批判理論的影響，而逐漸轉為後現代主義的觀點（Brown, 1999: 60-61）。

一、後現代主義的定義與內涵

有位國際關係學者就指出：「（國際關係學者）不僅贊成者與批評者之間對於

後現代主義的定義與意涵有所爭議，在贊成者之間亦有所爭議。⋯⋯如果關於後現

                                             
9 國內引譯後現代主義作品中，個人認為最淺顯的入門書是黃訓慶譯（2001）；王晶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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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義有任何明確的事，那就是其定義與意涵會是大辯論的源頭。」（Devetak, 1996:
179-180）雖說如此，但不論後現代主義的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在研究上有多大的差
異，他們之間仍有共同的哲學方法與哲學觀，那就是後現代主義的哲學觀與方法了。

國際關係學者多引用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84: xxiv）的觀點，界定
後現代主義為「對後設敘述的質疑」（incredulity towards metenarratives）。進而主
張後現代主義是一種知識論與方法論的立場（Bleiker, 1998: 478-479）。這也正是本
研究所採取的觀點，認為後現代主義是社會研究的方法，它所強調的是反基礎論的

知識論，以及詮釋的方法論。

在知識論上，後現代主義涉及到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問題（ question of
foundation），所出現「基礎論者」與「反基礎論者」的爭論。也就是我們是否相信
世界能以中立或客觀的程序予以測試或評估，前者認為所有的真理主張皆可判定真

偽，後者則認為真理主張是不能判定真偽，因為是不存有客觀的立場來判定（Smith,
1995: 29-30; Doucet, 1998: 289-310）。其實所謂的「基礎問題」乃是「知識論」的
爭論，基礎論者是認為知識或真理可以判定真偽，反基礎論者則主張知識或真理無

法判定真偽，因為各種理論各有其立場，沒有中立的根基來判定知識的真偽。基礎

論者探究的是各種知識的「後設理論的根基」（metatheoretical ground），以判定知
識的真偽；反基礎論者則不認為如此（Smith, 1997: 167-168）。後現代主義是以反
基礎論為基礎，質疑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特別是新現實主義）的後設理論敘述，重

新解構或建構其本身的後設理論觀點。

在方法論上，後現代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引進後現代主義的詮釋論的研究方法，

例如族譜學（ genealogy）、文本（ text）、相互文本（ intertextuality）、解構
（deconstruction）、雙重閱讀（double reading）、敘述（narrative）、論述（discourse）
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方法，藉以呈現後現代的國際關係本質。例如窩克爾運用解構

方法的二分法（例如在內外之間（inside/outside）、異同之間（identity/difference）、
吾類與他類之間（self/other, us/the others）、合分之間（unity/diversity）、普殊之間
（universality/particularity）說明國家主權原則及其何以成為的國際關係重要概念
（Hansen, 1997）。迪爾迪蘭（Der Derian, 1989, 1991, 1992）廣泛地以電視影像、噪音、
模擬與電影等資料作為文本，運用相互文本方法批判分析美國的外交政策。根據修

易斯曼斯（Jef Huysmans, 1997: 354-355）的看法，迪爾迪蘭相互文本的核心主題是
一個失序問題的復合體（a complex problematics of disorder）他的相互文本運作著一
個失序中的行動，在同中求異（defamiliarize the familiar）及使正統轉為異端。並嘗
試創造國際關係研究的紊亂，藉以呈現秩序來自失序，失序又如何再接續著秩序。

然而，誠如艾偕里和窩克爾（Ashley and Walker, 1990: 378-379）所言：

真理的可能性是受到質疑的，每一個呈現並不是複製或恢復在其他時間

或空間所真正出現的事物，而是呈現其他各種的呈現，沒有一個是原版

的，每一個都是獨斷的，並且沒有一個能排除其他的各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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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主義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的主張，威布（Keith Webb, 1998）就歸結指出
後現代主義具有拒絕實證主意、提倡反基礎主義、提倡多元討論（multi-vocal
discourse）、對異同問題（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的語言分析等特性。
此外，根據喬治（Jim George, 1994: 192）指出，後現代主義國際關係學者研究環繞
在四類關注：

　　第一，強調開展對國際關係傳統與學科的偉大文本進行批判的質

疑；第二，著重於挑戰基本的現實主義概念，例如主權、無政府狀態，

以及異類性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ness）；第三，關注於後現

代主義者所面對的後冷戰時期的戰略與安全議題；第四，簡略論述抵抗

的後現代政治在國際關係研究的本質與展望。

對於後現代主義的內涵有了初步的認識之後，即可理解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基

本特質與研究關注，並無非常大的差異，只是後現代主義對於方法論的重視，引進

許多後現代主義詮釋論的研究方法；以及後現代主義強調國際關係反基礎論的知識

論立場。

二、後現代主義的批評

國際關係學者卻對於後現代主義的觀點，以及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貢獻有著正反

意見共存的評論。特別是對後現代主義的批評，使後現代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面臨

主流理論的反擊外，也引發其內部的爭論。

歐斯特魯德（Oyvind Osterud, 1996: 387）指出後現代主義的知識論與本體論是
躲藏在濛霧之中（hidden in foggy formulations），這濛霧在沒有哲學專業訓練學者
所寫的國際關係著作，尤為濃厚。加爾威斯（Darryl S. L. Jarvis, 2000: ix）更認為後
現代主義只有使國際關係學科所進行的議題、問題與爭論更加遲鈍。它是語意混亂

而令人討厭的習作（exercise），並進一步遮蔽了國際關係的主題，使此主題迷失
在一種（歐洲）大陸的專業行話（vernacular）。
霍立代（1988: 77-80）就認為後現代主義是「理想主義者的遁辭」（idealist

evasion）。史皮格（Roger D. Spegele, 1992）更指出艾偕里的後現代主義（後結構
主義），第一，過於誇張、邏輯不精確與不一致；第二，詮釋法國後結構主義學者

的著作有誤；第三，雖自稱不是烏托邦的思想家，卻又承諾於解放（emancipatory
programs）；第四，雖自稱不是倫理相對主義者，但卻趨向於新尼采式的倫理相對
主義；第五，對理性與真理的觀點不一致；第六，對其思想與啟蒙運動的關係交代

不清。特別是未能考量與啟蒙運動激烈決裂的後果，致使其後結構主義觀點是烏托

邦主義、相對主義與不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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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匯合

針對後現代主義所遭致的批評，有些學者就嘗試提議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進

行匯合，企圖藉由建構主義重新反思後現代主義的觀點。恰克爾（Jeffrey Checkel,
1998: 325）曾言，建構主義已經從後現代論者手中拯救出認同研究。派斯（Richard
Price） 和李爾斯特（Christian Reus-Smit）為說明建構主義能補強批判國際理論
（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在概念精緻化及經驗性研究的弱點。就以批判國際
理論的現代論與後現代論的知識論區別，將建構主義也分成現代論與後現代論兩類

（Price & Reus-Smit, 1998: 267-270）。有些建構主義學者在面對後現代主義論者挑
戰時，也明顯地企圖吸納（co-opting）後現代主義（Pettman, 2000: 12-25）。即使是
「英國學派」學者傑克森（Robert Jackson, 1996: 213）也主張以反基礎論的後現代
理論建立批判的國際社會理論。有些學者甚至將艾偕里和窩克爾歸類為後現代論者

（postmodenist）的建構主義（Wendt, 1992a: 393-394；1999: 3-4；Ruggi, 1998b: 240-
242）。然而，後現代主義重組現代主義理解的基本問題，其所強調的不在無上的
主體（即作者／獨立國家）或是客體（即獨立世界／文本），而是在建構出主體與

客體（和理論與實踐、事實與價值）的歷史、文化與語言的實踐（George, 1994: 192）。
建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匯合是否會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發展趨勢呢？對於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又有何影響呢？尤其是在學者如何掌握國際關係理論的哲學論

述與評析上。這些都是目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所欠缺，而卻是必須探索的重要議

題。況且，歐夫（Nicholas Onuf, 1989: 40-43）在建構其建構主義時，就曾以後現代
主義（後結構主義）作為基礎，也多次引述艾偕里的觀點。誠如建構主義所主張，

可以藉由對話與溝通來社會建構這些重要的議題，以達到相互主體的一致。

綜合上述，本文將建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視為一體，在行文之間，並不刻意地

去區分其差異，而是將後現代主義認為是較為激進、極端的建構主義，也就是極度

強調反基礎主義、理念主義與實踐及解放的建構主義。

肆、辯論雙方的辯論議題與評論

關於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議題，學者存有不同的觀點。依據霍布森

（John M. Hobson, 2000: 145-148）的看法，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在於物
質論的行為主體中心觀 vs.社會規範的結構觀、柔性的（malleable）國家認同體 vs.
固定的國家認同體、管制的（regulatory）規範 vs.組成的（constitutive）規範的不同
觀點。費爾翁（James Fearon）和溫特則認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展現
在物質因素 vs.理念因素、後果性邏輯（The Logic of Consequences）vs.適當性邏輯
（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有用規範（norms as useful）vs.權利規範（norm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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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外衍（exogenous）解釋 vs.內發（endogenous）解釋、方法論個體主義 vs.
方法論整體主義、因果解釋 vs.構成解釋等議題之間的爭論（Fearon & Wendt, 2001:
58-67）。
本文則分為以下的幾項議題論述雙方的爭論焦點，以理解雙方的立場主張。

一、物質因素與理念因素的爭議

就理論對國際體系的結構及其社會性而言，建構主義比起其他國際關係理論

來，在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與此結構的社會性是較高的，依賴理論則是結構性高、重

物質性；新自由主義則是結構性低、重理念；古典現實主義是結構性低、重物質性；

新現實主義則是未定（Wendt & Friedheim, 1995: 692-694）。這意味著建構主義對
於理念（idea）與結構之間關係的重視，也就是說，它認為行為主體之間的理念受
國際體系的結構影響，但也會反而影響國際體系結構。根據建構主義的觀點，新現

實主義既是物質論也是理性主義，新自由主義則是理性主義而不是物質論。因此，

就整體而言，建構主義對於理念因素與物質因素作用的觀點，並不是截然二分的觀

點，例如爹斯勒（David Dessler, 1999: 126-127）就批評溫特等建構主義者對物質因
素與理念（社會）因素的二分法，這兩者並不是對立的分類，新現實主義是以社會

詞彙來概念化物質因素，並且新現實主義也未否定社會結構中的規範、價值與認同

的重要性。有關此議題的爭論，在一九八八年夏季號的《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迪席（Michael C. Desch, 1998）發表一篇關於理念因素作用的文章，
接連著引發幾位學者的爭論理念因素與物質因素的作用，迪席回應其本意是說明理

念因素與物質因素之間的互補作用。這說明了學者對於此議題的主要立場與觀點。

資料來源：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4 (Autumn, 1995),
p.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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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國際制度的爭論

基漢提出國際制度的兩種研究途徑（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後，學者就習於

以此分類區分不同的研究途徑。理性主義認為制度是提供理性行為者動機的遊戲規

則，以追求其偏好；建構主義則是擴大制度的定義，認為國家的基本制度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是受到國際社會間的相互主體價值所影響，並在文化與
歷史上的考量上，而有不同的基本制度（Reus-Smit, 1997）。若從本體論與知識論
觀察，兩者的制度論觀點差異更大，理性主義者是以自利的（self-interested）行為
主體進行策略抉擇；建構主義則是以考量其他的（other-regarding）行為主體進行慎
重的動態互動（deliberative dynamics）（Jupilles et al, 2002）。
國際關係學者運用建構主義研究歐洲整合，認為建構主義比理性主義具有較廣

泛且深層的本體論，較能理解歐洲整合過程中對於歐洲國家體系的轉型之影響，包

括認同、社群與集體意圖的形成（Christiansen et al, 2001）。但根據波拉克（Mark A.
Pollack, 2000）的看法，理性主義仍是研究歐洲整合的主流研究途徑，因為理性主
義能模組化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互動，包括全球化對國內行動者偏好與政治

後果的影響、個別國家內部制度內的偏好累積，以及政府首長的國內政治與國際政

治偏好，還有引用理論概念豐富國際關係理論，以及減少國際關係理論傳統的偏狹

與異例，但建構主義則尚未如此成功。不過，魯基（John Ruggie, 1998）則批評新
效用主義（及理性主義），認為社會建構主義以其強調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的相互

構成、構成性規則、相互主體的互動形成利益與認同，則可以超越新效用主義。其

實，理性主義之間的制度論觀點差異，是可以從問題導向（problem-driven）、經驗
取向（empirically-oriented）的觀點，研究特定議題與建立中層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而非聚焦於後設理論的爭議，則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可以超越的。例如席
門爾分尼（Frank Schimmelfennig, 1998/1999）以建構主義解釋北約東擴的原因，認
為北約是西方自由民主及多邊價值與規範的社群的一個專業化組織，東擴代表著是

一個國際社會化的過程，東歐國家藉此國際社會化過程而加入西方社群。但他也認

為建構主義的解釋與理性主義的解釋並不必然互斥而是可以相互混合。這就是一個

例子。

三、關於認同與國際規範的爭論

建構主義重視認同、規範（norms）與文化在國際關係的形成過程與作用，包
括從個人認同、國家認同到國際認同的認同化（identification）過程（Bloom, 1990；
Wendt, 1994）。它所思考的是在於國家是否來自一個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
不同的主權國家能形成一個集體認同嗎？建構主義學者認為經濟互賴、共同的外部

敵人、共同的內部敵人等等（Wendt, 1994；Owen, 1998），促使國與國之間產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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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同，願意接受國際規範、限制國家行為。溫特（1994: 384-396）並以整體認同
（corporate identity）與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說明社會集體認同（societal collective
identity）的形成過程，也就是行為者藉由集體行動在結構系絡（contexts）、系統
過程及策略實務的三種機制內，創造自我利益與集體利益而形成社會集體認同。柯

爾（Colin H. Kahl, 1999）以集體自由認同體（collective liberal identity）觀點解釋「自
由和平假設」（Liberal Peace Hypothesis），認為自由民主政體不會相互發生戰爭。
利斯卡平（Thomas Risse-Kappen, 1995）也以建構主義的規範性觀點解釋何以民主
國家介入戰爭或軍事衝突，認為民主國家的和平自我認知所形成的民主規範主導其

國內的決策過程，以及形成其在國際關係的集體認同，並將這些規範外化於民主國

家的相互交往，進而強化和平的前提假設。

建構主義相當重視規則與規範的形成與作用，他們認為國際規範有著社會意涵

（social content），而且獨立於權力分佈之外，並作為國家認同與利益的基礎
（Nadelmann, 1990；Finnemore, 1993；Katzenstein, 1996）。規範建立了對於行為者
在特定環境下的期望及行為，進而影響其認同、利益與政策（Jepperson et al, 1996）。
若是以對話（dialogue）隱喻政治，則語言對話的相互主體原則，使理性行為者（國
家）在相互主體的社會結構或規則下溝通行動，並進行有效地傳遞意義，創造一個

無須以戰爭解決爭端、相互信任的安全社群。因為行為者藉由對話建立了政治社會

的規則，規則又約束了行為者（Frederking, 1998）。尤其是國際規範藉由國家內部
的政治程序或政策辯論而對於國家行為有所影響（Cortell & Davis, Jr., 2000: 65-
66）。例如費尼摩爾（Martin Finnemore, 1996）就認為人道主義的國際規範，形成
國際組織或國家對於人道軍事干預的行為，國際規範改變，則干預行為也會隨之改

變。可以說建構主義主要在研究規範（norms）的擴散（diffusion）與影響，在此擴
散過程中，國際規範藉由國內結構、擴散機制及社會學習而產生了構成性效果

（Checkel, 1999；Rise, et al, 1999；Risse, 1998）。
理性主義則認為國際規範影響到國內社會行為主體的動機與誘因，進而限制其

行為（Moravcsik, 1995；Cortell and Davis, 1996），無論是自由制度主義主張絕對利
得（absolute gains）或是現實主義強調的自我利益或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Grieco,
1988, 1993），都誠如包威爾（Robert Powell, 1991）所言，絕對利得與相對利得爭
論的真正問題是關於國家偏好。窩席（James I. Walsh, 2001）就觀察歐洲貨幣整合，
發現建構主義較能解釋國家偏好在國際制度創立或變遷的作用過程。換言之，理性

主義認為國家偏好決定了國家對於國際規範與認同的選擇。此項觀點正是建構主義

所主張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Wendt, 1992a）、「安全是我們造成的」
（Booth, 1997: 106）。

四、後果性邏輯與適當性邏輯的爭論

國際關係學者也引用組織理論學者馬奇（James G. March）的後果性邏輯與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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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邏輯，以及經濟人（homo economicus）與社會人（homo sociologicus）的觀點，
論述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差異（Checkel, 1999；Risse & Sikkink, 1999），所謂後
果性邏輯或經濟人是指以抉擇為基礎的決策（choice-based decisions），是以事先的
偏好評估各項選案的後果而作出抉擇。適當性邏輯或社會人是指以規則為基礎的決

策（rule-based decisions），是以認定情勢與遵守符合情勢的適當行為之規則而實現
認同體或角色（March & Olsen, 1989, 1998；March, 1994）。理性主義是以後果性邏
輯為思考，強調行為的效用；建構主義則是以適當性邏輯為思考，強調行為的適當

性。簡言之，理性主義認為行為主體係以手段與目的的理性成本分析，計算其利益

或最大效用而採取行動或決策。因此，魯基就以新效用主義（Neo-utilitarianism）稱
述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即理性主義）（Ruggie, 1998）；建構主義則認為行
為主體是以其認同體、系絡（context）與適當行為的相關規則或規範而採取行動或
決策。

米其爾（Ronald B. Mitchell, 2001）就以適當性邏輯與後果性邏輯說明國家順從
國際規範的過程，特別指出適當性邏輯較能說明違反國際規範的國家如何轉為順從

的過程。然而，馬奇和歐爾森（Johan P. Olsen, 1999: 312-314）就指出，後果性邏輯
與適當性邏輯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互斥的，政治行動是無法用單一邏輯來解釋，因為

兩者之間的關係包括一個清楚的邏輯主導另一個不清楚的邏輯；一個邏輯作為基本

限制，另一個邏輯則用以改善基本限制；一個邏輯用以發展另一個邏輯；兩者皆互

為特例的關係。但就國際制度變遷而言，後果性邏輯的解釋是較為普遍，適當性邏

輯的解釋則被認為較不重要。如同費爾翁和溫特（2002: 60-61）所言，此二邏輯的
差異在經驗分析國際關係現象上，各有其比較優勢。

五、因果解釋與構成解釋（理解）的爭論

理性主義強調因果解釋而建構主義是重視構成解釋（理解），因果解釋是藉由

尋求因果關係而解釋「為什麼」（Why）；構成解釋則是以構成關係尋求理解「什
麼」（What）。若是引用郝立斯（Martin Hollis）和史密斯（1990）對於國際關係
研究的觀點，也就是理性主義強調解釋國際關係，而建構主義則是重視理解國際關

係。建構主義探討人類意識及其在國際關係的角色，因而強調詮釋在研究國際關係

的重要性；並認為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並無法解釋人類意識，因為人類意識是社會

生活的組成（as constitutive of social life），只能以詮釋的方法進行理解其相互主體
的意義。並且人類意識決定了人類行動與互動的意義，只能設身處地以行為者的立

場去理解其行動的意義（Neufeld, 1993）。因此，建構主義認為邏輯實證論所追求
的因果性的理論（causal theory）不是國際關係研究的目的，而構成性的理論
（constitutive theory）才是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目的。就某種程度而言，建構理論
也是一種解釋，而不只是簡單的描述。因為建構性的理論探究國際關係的本質，以

及組成國際關係的相關因素，進而重新建構、組成國際關係（現象），以獲得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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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知識，這才是研究國際關係的目的（Wendt, 1998: 101-117）。
建構主義質疑理性主義方法論上的個體論觀點，但兩者之間所爭論的是本體論

而不是知識論。因為建構主義並不反對科學解釋或因果解釋，這是與理性主義相同

的，所不同的是對研究關注的不同（Checkel, 1998: 325-327）。其實，若以分析的
角度而不是以本體論的角度看待理性主義，則理性主義就能與建構主義的方法論整

體主義相容（Fearon & Wendt, 2002: 66-67）。同時，建構主義也能在理性主義（實
證主義）的社會科學架構內，進行經驗性研究，也就是建構主義的本體論是可以與

實證主義的知識論相容（Dessler, 1999）。簡言之，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對於
解釋形式的爭論，是因為各自方法論的選擇，而並非不能相互調整或相容。

伍、此次大辯論的可能發展趨勢

由於此次大辯論尚未完全形成，尚不足以評斷其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影

響，但仍可以從中發現某些發展趨勢。

一、國際關係研究學科重組的趨勢到來

國際關係學者為引人注意而以「大辯論」（great debate）一詞誇大了理性主義
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差異，因為兩方學者都並未就彼此之間的差異進行理論辯論。但

誠如前三次的大辯論都影響到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而且學者對於國際關係各種不

同理論學派之間的爭論進行研究，藉由這些大辯論的研究而理解國際關係理論的歷

史發展過程。所以，威佛爾（1996: 175）會認為，此學科似乎藉由各大辯論之間的
經常變動，以及各大辯論之間先前各辯論者相遇的時刻，來組織學科本身。因此，

一旦學者逐漸以「大辯論」論述之後，這樣的研究趨勢就成形了，此次理性主義與

建構主義的辯論就在於重新組織國際關係研究學科。

建構主義從第三次大辯論中脫穎而出，成為此次大辯論的主辯角色，雖然溫特

認為建構主義並不是一個世界政治的實質理論，但常被學者用來與真正的實質理論

（例如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相比較，這是有問題的。相較於理性主義，建構主義

根本不是理論（Fearon & Wendt, 2002: 56）。即使如此，建構主義作為理性主義的
辯友，俾能從相互的辯論之中，尋求出組織此學科的方法與內容，尤其是在經驗研

究的方面上。

二、經驗研究的爭論為主

根據溫特的觀點，對於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所在，最普遍的詮釋是

爭論國際體系的本體論，也就是國際體系是什麼組成的。另一個則是關於經驗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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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議題的爭論，例如結構如何建構認同與利益？以及認同與利益如何持續。（Wendt,
1999: 35）但費爾翁和溫特（2002: 67）希望，如果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
會是國際關係研究另一場大辯論的話，不要讓它成為是關於本體論的爭論。因為以

本體論與經驗性研究的角度詮釋此辯論是會造成更為零合（zero-sum）的景象，而
是要能務實地將兩者視為是世界政治理論化的分析工具或分析鏡（Ibid, 52-54）。
其實，在第三次的大辯論中，已經爭論了國際體系的本體論，各方的論點也都

已經有所論辯（莫大華，2003: 13-65）。尤其是面對國際理論領域充斥著各種對現
實主義的批判，不免有學者要提出這樣的質疑：當前的現實主義理論退化了，還有

任何人會是現實主義者嗎（Legro & Moravcsik, 1999: 5-35）？現實主義學者就指出，
現實主義必須重新聚焦於經驗性的研究、明定現實主義的適當的解釋範圍、趨向理

論綜合（synthesis），以作為重新改造現實主義的參考（Ibid, 45-53）。這項質疑引
起許多現實主義學者的回應，在二○○○年夏季號的《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中討論。10 就目前的文獻分析，多屬於經驗性研究議題爭論，即是
理性主義或建構主義在特定經驗研究個案的解釋力爭議。

三、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相容

隨著學者的經驗實證研究個案增多，發現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是存有許多

可以整合的觀點，例如恰克爾認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都是對的，國際規範對於國

內政治有時產生限制效果，有時產生構成效果（Checkel, 1997）。卡爾（Miles Kahler,
1999: 296-298）也認為在形成行為者認同體的觀點上，建構主義並不是不能與理性
主義觀點相容的，是可以互補的。溫特（1999: 318-336）也以「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與「文化選擇」（cultural selection）作為認同體形成依據的邏輯，並以
後者的機制（模仿與社會學習）指出，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在認同體形成及結構變

遷上，並不是互斥的而是社會過程的不同面向。溫特（1992: 425）就曾說過：「如
果他們可以藉由知識論考量（國際關係的實質），則自由主義觀點強的學者與建構

主義觀點強的學者是有很多可以相互學習的地方。」遂有些學者嘗試整合新自由主

義與建構主義，而成為「自由建構主義」（Liberal Constructivism）或「新自由建構
主義」（Neo-Liberal Constructivism）（Risse-Kappen, 1996: 365-372；Checkel, 1997；
McSweeney, 1999: 203-207）。同時，「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一九九八年會中，更有「現實主義者的建構主義，建構主義者的現
實主義」小組（Realist Constructivism, Constructivist Realism）。由此觀之，理性主
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發展趨勢，將會隨著越來越多的經驗研究個案發現，而呈

現出兩者之間相容、互補的觀點。

                                             
10 Peter D. Feaver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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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匯合

隨著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大辯論發展，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在面對共同

「敵人」（理性主義）時，基於強化批評主流理論的論述能力，兩者的理論論述必

須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匯合。誠如上述，有些學者提議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進行匯

合，藉由建構主義重新反思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建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匯合是否

會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發展趨勢呢？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又有何影響呢？尤其

是在學者如何掌握國際關係理論的哲學論述與評析上。這些都是目前國際關係理論

研究所欠缺，而卻是必須探索的重要議題。從范爾基（Karin M. Fierke）和喬錦森
（Knud Erik Jorgensen）所編的《建構國際關係：下一世代》（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一書中，可以觀察出這個趨勢，例如喬錦森（2001）
將建構主義區分成四個層次：哲學、後設理論、理論化及經驗研究，藉以釐清對建

構主義的混淆及內部的差異。此外，馬席爾（Valerie Marcel, 2001）也建議引用「詮
釋學」（Hermeneutics）作為解決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不一致，以及實證主義在
（實體）構成與解釋的問題，還有後現代主義的主觀主義問題。

陸、結　論

國際關係理論實為國際關係實務、現象的論述系絡，隨著不同的理論論述系絡

而對於國際關係實務有著不同的論述。所謂國際關係理論的「大辯論」，即在展現

各種新理論與既有理論之間的爭論，它不僅是爭論理論論述的系絡，更是對於國際

關係實務的爭論。就其是否有助於學者認識與理解國際關係本質而言，蘇米德（Brian
C. Schmidt, 2001）就曾思考是否藉由各次大辯論能真的理解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發
展？甚至學者重新檢視以前的大辯論，也發現許多的誤解與誤判（莫大華，2003:
58-62）。然而，無論如何，藉由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史是有助於理解國際關係理
論發展的歷史，也就能理解特定理論學派出現的環境系絡。但要論述大辯論是否有

助於理解國際關係本質，這就要涉及更深層的科學哲學之議題，例如國際關係理論

研究能否探索出「普遍理論」（general theory or grand theory）？理論是否能呈現（描
述）本質？解釋現象本質？預測現象本質？事實上，國際關係理論只是學者之間的

不同觀點而已，藉由理論的大辯論是有助國際關係學科建立其本身的認同，以及後

續學者認識此學科的理論發展經過。

學術理論辯論常是始於非主流理論批判主流理論，它促使學者重新反思其學科

本身的發展與研究，這正是各次大辯論的重要貢獻之一。從各次大辯論之後，國際

關係學者對於理論研究的加強，說明了大辯論的確有助於增長國際關係的理論知

識。尤其是第三次大辯論引發學者重新思考國際關係研究，但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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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第三次大辯論，並反思地關切國際關係理論本身的存有、研究工具、知識，而

重新界定此研究領域。然而，國際關係的主題，使它成為一門政治化的學科，並影

響到學者閱讀文本的方法，以及理論化此世界的方法。因而，在分析的對象及研究

的範圍（即研究的層次）、社會研究與政治研究的目的，以及研究國際關係的適當

的方法論、國際關係研究的差異性等四點上，各研究途徑都有所不同。但就國際關

係理論研究而言，以國際關係主題的複雜性，以及理論預測所與生俱來的哲學問

題，各種不同的研究途徑只是強調重點或面向的差異，而非典範的競爭或研究綱領

（research program）的進步或退步，它都是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知識的增長。
此外，對於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的研究是希望協助國內學界理解國際關係理論

歷史，而非局部與片段地認識個別的國際關係理論。所以，若能以學者觀點來理解

國際關係理論的話，就較能持平地看待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了。

尚無法斷言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已經是一場盛行於歐美國際關係

理論學界的「大辯論」，但隨著學者不時出版相關的論述，勢必終將引發學者有系

統地分析此次的「大辯論」。不容諱言，國際關係理論的各次大辯論中，各理論之

間仍是存有相容的空間，即使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對於許多議題存有不同的觀

點，但隨著經驗研究的個案發現，雙方的論點是可以相容、互補的。任何極端的理

性主義或是建構主義都會被邊緣化，仍處於異議、另類的國際關係理論。換言之，

此次的大辯論是會產生綜合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兩方觀點的新觀點（ neo-
perspectives）。總之，這意味著國際關係理論之間並不是存在著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而是可以發現某種程度的共量性作為相互綜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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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sm v. Constructivism:
Another Great Debate for Com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hua Mo*

Abstract

Rationalism vs. constructivism is an ongoing great deb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RT), the debate topics are on: 1) materials matter or ideas
matter in shaping agency’s behaviors.2)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ffects. 3)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compliance. 4) logic of consequences or
appropriateness mode of decision-making. 5) explanation or understanding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is great debate will bring about to reorganize the IRT itself, an empirical
research’s dominance in IRT, neo-perspectives which integrate the r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nd the convergence of constructivism and postmodernism.

Key wor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ationalism, Constructivism,
Postmoder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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